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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西体中用”：李泽厚关于

传统和现代性的思想［１］

卜松山（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Ｐｏｈｌ）

德国特里尔大学

　　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一文写于１９８６年，是他影响很大的著作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所收的最后一篇文章。该文题目从张之洞

（１８３７—１９０９）作于１８９８年的《劝学篇》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脱

出，这句话在１９世纪晚期清末洋务运动中大行于世，可谓尽人皆知。

张之洞道出了处于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的很多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认

为中国应该保持儒学作为社会之“体”，同时以西方学说为“用”来发展

中国的基础设施、军事以及经济。

本文讨论如下问题，即对颠倒了中学、西学关系的李泽厚来说，什

么是“体”，什么是“用”？他认为什么才是中国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富有

成效的关系？李泽厚的思想，如何与其美学理论以及从１９世纪末至今

有关中国文化的形形色色争论相适应？

在将李泽厚思想放在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时，我将参考过去１５０

年里中国在面对传统时出现的四种结构不同的阶段（在本文末尾我还

将回到这一点）：

１．维持作为基础的儒学传统。这是洋务运动（１９世纪７０—９０年

代）采取的立场———中国在此时期尝试进行改革，尤其是在１９世纪最

后数十年里、在经历了对西方强权在军事上的很多失败以及割让后，将

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来。现在通常认为，随着中国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的



































































































































５８　　　

“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洋务运动的双重目标，即保持社会的儒学基础

而同时只允许西方科技进入中国，就以失败告终了。

２．开放传统。被日本打败以后，在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期间，以康

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为核心的改良派们根据西方模式试图进行机构

和教育改革。他们在改革中明显参照了儒学传统，实际上他们声称改

革就是儒学的最初议题（ａｇｅｎｄａ）。一百天以后，该运动在以慈禧太后

为首的保守派镇压下失败了。［２］

３．与传统割裂。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反殖民化、爱国但同

时也反传统、反偶像的运动。它的实际持续时间大约是从１９１５年至

１９２１年，在此期间，儒学被视为帝制晚期中国社会问题的主要罪魁祸

首。当“五四运动”变为“新文化运动”（包括白话语言和文学）时，西方

模式在中国上升到重要位置，其最狂热的支持者要求实现“全盘西化”。

在该运动深入发展期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２１年的

成立，马克思主义登上了舞台。李泽厚将“五四运动”与欧洲“启蒙运

动”相提并论，但是根据他的分析，“五四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反

抗帝国主义的救亡需要决定性地限制了启蒙的目标。［３］

４．传统的政治工具化。在一直延续至今的当代中国历史的不同

领域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工具化，例如在早期（２０世

纪３０—４０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利用“民族形式”来宣传社会主义

思想的目标。从８０年代以来，就一直有一种利用传统来巩固政权的努

力，例如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决定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或者，

更近期的则有诉诸孔子和儒学传统来增强国家荣誉感。

为了尝试了解李泽厚对这个持续了１５０年的争论所做的贡献，我

在下面会处理两方面内容，即“现代中国美学：与西方思想碰撞”，以及

“传统和现代性：李泽厚对中国传统在最近历史框架里的评价”。在结

论部分，我将把李泽厚的立场放入历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一、现代中国美学：与西方思想碰撞

艺术和美学构成了文化特别重要的部分。除了语言之外，神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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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象、典故以及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文化框架，或者简单地说象征和

美学的定位（即共享的文学感觉或者审美感觉），构成了全球各地文化

身份的基础。就现代中国而言，在其与西方思想的角力中，美学占据

着特殊位置。首先，美学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的领域，也因此

它在１９世纪末吸引了中国学者自由地探索西方思想，不受政治限

制。其次，作为美学组成部分的艺术哲学，是一个让中国知识分子有

可能跟自己的传统思想联系起来的领域。这很重要，因为跟主流的

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思想（尤其是儒学）不同的是，中国的美学传统

并没有因为接受西方思想以及１９１９年左右“五四运动”激进的反传

统主张而被贬得一钱不值。正相反，当２０世纪初中国人开始以与西

方的关系来定义自身时，他们将自己的文化理解为本质上是一种美

学文化。因此，直到今天，美学对理解所有与中国身份（中国性）有关

的讨论，都很重要。

一方面，跟西方思想的碰撞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多颇有吸引力的新

思想。另一方面，这让他们寻求可与自身传统相协调的熟悉概念。“五

四”时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是首批阐述对中国

的文化—美学自我理解的人之一。他曾留学德国，熟悉西方哲学，尤其

是康德和席勒。他认为西方人大多被宗教塑造，而对中国来说，美学

（礼仪、艺术和伦理的合成体）是发挥着西方宗教功能的“精神”等价物。

因此，他要求现代中国“以美育代宗教”［４］。其时，在文化保守主义的

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着以中国“精神”文化来对抗西方“物质”文化的假

定［５］，蔡元培对中国美学“精神性”面向的确认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此

种理解。

著名学者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代表了在美学领域里中国跟欧洲思

想的早期碰撞。他为２０世纪创造了诸如“境界”、“意境”［６］之类的基

本美学概念，来传达将艺术观念（或者感觉）与一种具体情景的完美的

美学融合。王国维一开始只将“境界”用于诗歌，并没有做出任何理论

上的阐释，但是这一术语很快就获得了一种普遍的美学意义，既代表一

种美学观念也是一种最高的思想境界。王国维从中国传统（使用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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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词汇）中提取出自己的概念，但是它们也浸透了他从康德和叔本华处找

到的意义（康德的“审美理念”）。因此，它们代表着早期中国与西方之

间发生的思想交换。

刘纲纪在其文章《德国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揭示［７］，现代

中国美学大多是通过处理德国美学传统（例如，德国唯心主义）而形成

的。因为翻译方面存在的巨大问题，中国接受从康德、席勒到马克思、

海德格尔这一美学传统有着大约１００年的时间差。在此背景下，２０世

纪中国美学的论题大半由１８、１９世纪德国哲学的范畴和问题所塑造，

这并不令人奇怪。对马克思主义相当严格的接受只是加强了这种倾

向。这种执著也解释了为何中文将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译为“美学”———该词如

果译回英文，意为ｓｔｕｄｙｏｆｂｅａｕｔｙ或者ｂｅａｕｔｏｌｏｇｙ（美的学问）。对中

国来说，这一最早来自日本的译法有某种误导（如果不是不幸的话）作

用，因为“美”这一范畴———不管是自然美还是人工美———都不曾在传

统中国发挥过重要作用。［８］现代中国美学家因此狂热地在其自身的传

统里寻求美，这从很多方面看起来像是一段朝着错误方向进行的旅程；

但是，正如此类旅程中所常见的，这也让他们发现了未知、有趣的领域，

例如在中国与西方美学之间存在的为数不少的相似，以及马克思主义

美学在中国创造性的本土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意识形态压力十分严峻的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２年之间），美学在中国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允许进行

自由辩论的领域，虽然局限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美学方法范围内。［９］

除了“美”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至此也被李泽厚加入讨论

之中，李泽厚从此作为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开始赢得大名。

“文化大革命”期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美学讨论停止了。但是，“文革”

之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美学热”，这股热潮主

要由著名美学家朱光潜（１８９７—１９８６年）、宗白华（１８９７—１９８６年）以及

最重要的李泽厚的著作所引发。李泽厚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人物。除了

“实践”，他还引入了其他一些新概念，例如“主观性”，或由他自己所创

造的“主体性”。［１０］李泽厚的思想结合了康德和马克思主义（例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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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化的自然”这一概念即出自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１１］对

他而言，“实践”是具有物质生产性的行为，例如制造和使用工具。［１２］

他在１９８１年初版、广受大众欢迎的《美的历程》，对于中国美学传统给

出了极具启发性的阐释。

李泽厚曾经区分了美学在狭义与广义上的两种意义。［１３］狭义美

学只包括与美学有关的文字资料（文学或者艺术批评之类），而广义美

学涉及物质文化的所有层面（从工具制造和洞窟绘画开始）。据此区

分，《美的历程》探讨的是广义上的中国美学。

李泽厚美学理论的核心，同时也是《美的历程》的核心，是“积淀”

说，即社会和个人在历史进程中融合，形成了“文化心理结构”。经过很

长时期以后，理性的概念积淀进入审美的—感官的情感之中，而内容则

积淀入形式如艺术之中。李泽厚以史前艺术为例，阐明了中国新石器

时代的一种发展，即如何从早期动物速写（带有具体的内容，例如图腾

人物）变成仰昭、马家窑陶器或者饕餮铜面具上的抽象线条及象征图

案。李泽厚说：

但是凝冻在、聚集在这种种图像符号形式里的社会意识、亦即

原始人们那如醉如狂的情感、观念和心理，恰恰使这种图像形式

获有了超模拟的内涵和意义，使原始人们对它的感受取得了超

感觉的性能和价值，也就是自然形式里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

容，感性自然中积淀了人的理性性质，并且在客观形象和主观感

受两个方面，都如此。这不是别的，又正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的

萌芽。［１４］

因此，美并不仅仅是美丽的形式，而是有积淀在它里面的社会内容，即

“有意味的形式”———他借用了英国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Ｃｌｉｖｅ

Ｂｅｌｌ）（１８８１—１９６４）的说法。［１５］积淀因此是社会和历史现实的一种具

有文化特殊性和感官可感性的形成过程。在《美的历程》的后记里，李

泽厚思考着艺术的永恒性，讨论了浓缩于其“文化—心理结构”以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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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至“人性”中的这些论题：

解决艺术的永恒性秘密的钥匙究竟在哪里呢？……凝冻在上

述种种古典作品中的中国民族的审美趣味，艺术风格，为什么仍然

与今天人们的感受爱好相吻合呢？为什么会使我们有那么多的亲

切感呢？是不是积淀在体现在这些作品中的情理结构，与今天中

国人的心理结构有相响应的同构关系和影响？人类的心理结构是

否正是一种历史积淀的产物呢？也许正是它蕴藏了艺术作品的永

恒性的秘密？也许应该倒过来，艺术作品的永恒性蕴藏了也提供

着人类心理共同结构的秘密。……心理结构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

文明，艺术作品则是打开了时代魂灵的心理学。而这，也就是所谓

“人性”吧。［１６］

“积淀”的形象尤其具有描述性。它暗示了一个由不同沉积物也即历史

所组成的结构。在那里，较深的层次尽管无法直接可视，但它仍然构成

性地为上面的层级提供了结构，并且仍然可通过发掘或者训练如教育

等方式接触到。

但是“积淀”和“心理结构”应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如

果积淀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和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融合，也即历史性的

内容积淀进入文化或者民族形式和身份（包括人类行为和思维模式、情

感态度及艺术），“心理结构”也可被理解为积淀经过漫长（数千年）实践

而形成的结果，即“人性”。因此，“人性”一词虽然出自儒学，在此却获

得一种普遍意义。

人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些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形成的思考，除了对

体现于传统艺术可感形式上的伟大中国文化的全面表现外，也成功地

给发生于该十年中关于中国传统和身份的辩论提供了决定性的———如

果不是触发性———的推动力。

对于中国现代美学以及李泽厚对该领域的特别贡献的这一概

述［１７］，也许已经足够我们下文在更大的背景中定位和评价它了。

李泽厚与儒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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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和现代性

说到传统和现代性，让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在１９世纪末期，

什么被认为是“传统”的？有趣的是，当时还没有出现我们现在所使用

的“传统”一词。在中国最常用的现代词典《辞海》里，其１９３８年和

１９５６年版都没有收录“传统”一词；该词条最早见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

版本。“传统”作为一个借自日语的外来词，正如当时的不少其他词一

样，似乎是在２０世纪初才进入汉语而被使用的。它的字面含义是“传

递”（传）“统一”的教义（统）；“统”在此处必须在“道统”或者“正统”的意

义上来理解，即是说像宋代理学家所传播的对“道”的正统解释。

现在，“传统”在中国词典里的解释跟西方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一词相同，意

为起源于过去的、带着象征意义或特殊重要性的、在一个群体或社会内

部传递的行为；它表达出一种身份感。这种解释与中文维基网站的解

释大体相似。［１８］但是，在１９世纪末期，“传统”所指的，正是众所周知

的与“西学”对举的“中学”一词。

尽管张之洞只是在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时才提出了“中体西用”，但

是这一口号的实际含义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即已在知识分子中广泛

传播。［１９］张之洞在此处使用了理学形而上学中常见的“体—用”思想

模式，其目的在于从保守主义的视角批评如康有为那样的改良派。他

的立场是必须维持社会的正统儒学基础，如果要接受西方思想也只是

为了加强社会的物质基础。考虑到从第一次鸦片战争（１８３９—１９４２）以

来西方对中国的蚕食侵吞，他尤其强调需要加强军事装备。

张之洞对此早已成熟、广为人知的“体—用”模式之使用，就儒学哲

学来说绝非正统，却是很有创造性的聪明之举。与此相似，李泽厚对张

之洞提法的颠倒使用，也相当天才。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他的说法在知

识分子圈子里激起了相当大的波澜。但是，也有一些批评家认为，这根

本上不过是“新瓶装旧酒”［２０］。

特别之处在于，李泽厚是参照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别

“西体中用”：李泽厚关于传统和现代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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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论证的。对于张之洞来说，儒学思想是“体”；但对李泽厚来说，

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这只是“上层建筑”。李泽厚学习马克思将黑格尔

辩证法“头足颠倒”的例子，将张之洞的说法打个颠倒，强调只有人们的

真实生活、生产模式和经济才能被认为是“体”。

“学”———不管是“中学”“西学”，不管是孔夫子的“中学”还是

马克思的“西学”，如果追根究底，便都不是“体”，都不能作为最后

的“体”。它们只是“心理本体”或“本体意识”，即一种理论形态和

思想体系。严格说来，“体”应该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现实的日常

生活。这才是根本、基础、出发点。［２１］

但是，“西学为体”到底指什么？对于张之洞来说，它是１９世纪的“四个

现代化”（修造军舰和铁路等的技术）。对于李泽厚来说，它既意味着西

方现代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又包括了能使技术知识发展的政治、社会和

经济思想，还包括启蒙和法国大革命（卡尔·马克思是其中一部分）的

思想传统。“西学为体”因此意味着社会存在即由生产模式决定的日常

生活现实（根据西方模式）的现代化。

以这种“西学为体”为背景，“中体为用”意味着给予已经现代化了

的生活一种特殊的中国形式。但是形式并非某种完全外在或者表面的

东西；根据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它由内容所形塑———内容积淀进入形

式，由此形式和内容融合在了一起。

另外，跟张之洞似乎将“体”和“用”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范围不同，

李泽厚坚持“体”和“用”的传统（理学）意义，即“体用不二”［２２］，它们不

能被分成两种东西。而在他的语境中这意味着现代化就是中国化！

但是，问题是如何以中国的方式来应用“西学”？李泽厚在此提到

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概念。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模棱两

可的概念，其中否定性、肯定性的内容俱存。他也在自己的另一篇文章

《孔子再评价》里讨论了这些问题。对中国而言，李泽厚认为带有“实用

理性”［２３］的儒学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说。儒学认为人的行为和动作应

李泽厚与儒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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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和谐。在李泽厚看来，这种实用理性以及儒学

的人道传统，在塑造中国方面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有力，也对漫长而

持续的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２４］

在李泽厚看来，孔子的面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非一成不变，后来

世代的人们只挑选他的那些合乎自己目的的特性。因此，“五四”时期

被打倒的孔子之形象，大半是禁欲、宗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宋代理学的

产物。李泽厚也认为，出现在前现代小村落经济中的阿 Ｑ［鲁迅

（１８８１—１９３６）著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其狭隘、保守的思想也是宋代理

学的晚近产物。

在调整的过程，例如“中学为用”（中国化）中，重要的是避免让负面

因素破坏正面因素。作为“西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负面例子，李泽厚

深入讨论了１９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在某种程度

上可被看作一个异端的基督教群体，同时也是以西方“平等”价值为基

础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农民民兵组织。

因此，李泽厚认为，对“中学”（传统）既不要全面摒弃也不要全面继

承，而应该用一种由现代化了的社会存在所塑造出的新意识来捡择和

转化它。该传统的积极因素，应该被带入到他所称的“遗传基因的改

换”的过程中。［２５］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一个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由商

业和高科技塑造并威胁的时代，本土的中国伦理“实用理性”应该开花

结果。［２６］而且，相较于个人利益，中国伦理将普遍的和集体的价值放

在优先位置，这一点应该被保持下来。因此，传统包含的一些因素，应

被理解为是对现代生活过度放纵的修正。在李泽厚看来，即使在西方

资本主义社会里，也保存着一些传统的因素以修正纯粹的物质主义，如

基督教的德行“关怀”。［２７］

中国过去的其他一些积极因素，可以在中国美学的丰富传统里发

现。［２８］李泽厚和刘纲纪使用王国维影响深远的“境界”一词，已经在别

处强调过，传统中国美学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以审美境界为“人生所能

达到的最高境界”。［２９］

李泽厚在其《试探中国的智慧》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天人合一”这一

“西体中用”：李泽厚关于传统和现代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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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考虑到日渐迫近的生态灾难（如气候改变），李泽厚在生态的

意义上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样，中国思想的

一种传统准则不仅对当代情形具有校正功用，而且也获得了一种世界

性的或者普遍的意义。［３０］

总而言之，“西体中用”意味着将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介绍到中国来，

并参考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其进行调适，即赋予这种现代生活一种中国形

式。刘康（ＬｉｕＫａｎｇ）将李泽厚的立场，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做了阐释：

李泽厚主张，现代的“体”，正是曾经由现代西方启蒙很好地构

想和表达（如果尚未被完全实现的）的一种主体性。李泽厚的诉

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的自然”为基础去激活中国“天人合

一”的古典理性，由此去创造一种现代的中国主体性。［３１］

李泽厚的思想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接受情况如何？他的“西

体中用”说遭到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

批评。对于激进的自由派来说，李泽厚坚持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对

中国和西方的两分，在他们看来这只能导致回归老套的内容与目标：为

中国富强而进行现代化。他们也批评李泽厚把自己的观点混同于毛泽

东的“批判性继承（中国和西方传统）”的指示。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

将导致回归中国传统，复兴儒学思想如“天人合一”。就中国现代化的

需求而言，这将只会成为障碍。

另一方面，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如此评价李泽厚的“西体中用”：

他的“西体”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他的主旨完全是要求“全盘西

化”，将资本主义引入中国。在１９８９年以后，这样的批判愈趋激烈。［３２］

因此，李泽厚被夹在中间：对于激进的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来说，

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或者甚至是一个保守的反动分子。对于坚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是“全盘西化”的倡导者。实际上，尽管李泽厚并

非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强调传统对文化身份（美学）的重要

性的时候，他的立场确实跟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颇多相同之处。

李泽厚与儒学哲学



































































































































６７　　　

他的“批判地继承”的观点跟毛泽东的思想也有相似之处。最后，虽然

李泽厚几乎只服膺于写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青年马克

思，他基本上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推理。他的写作方式和所使

用的术语／词汇，是相当马克思主义的（一位批评家曾说他的文章和遣

词造句属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３３］）。

跟提倡重新评价传统以强化文化身份和国家富强的文化官员相

比，李泽厚认为传统并非某种可以被“用”（就其字面意义来说）之物。

正好相反，一方面李泽厚在中国儒学哲学的意义上，解释“用”为“中

用”，即它是一种不能跟其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内容分割开来的中国形式

（体用不二）。另一方面他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将“体”释为生产

和生活的现代模式。他因此不只微妙地以他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

用消蚀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也天才地在其对“体—用”模式的解

释中将马克思主义和儒学观念结合在了一起。

最后，让我们回到李泽厚“文化—心理结构”上来。对他而言，这是

一个经由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文化和社会积淀，它也处理了文化身

份的问题。一方面，这一结构应在教育的过程中被继承下来，因为现在

的人应该认识到塑造了其现状的历史力量。另一方面，这种结构应该

被不断更新，因为它不受积淀所限定，能够通过中国及西方传统中的积

极性因素而改变（在“改变的遗传因素”的意义之下）。实际上，李泽厚

要求结合两种传统中的最好因素，这可能形成一种新的中国身份，甚至

可能对世界文化（人类未来）作出贡献。

在其近著《论语今读》里，李泽厚对聚讼不已的“西体中用”给出了

如下解释———他在大约３０年之后写下的这些话应该是权威性解释：

有趣的是，鄙人主张“西体中用”，而与传统的和今日的“中体

西用”者对立。但“体”既为科技工艺和生产力及方式，则“中体西

用”论者因允许和推行“西用”，其“中体”也必不能坚持而将逐渐改

变，不论其是否自觉是否自愿。

而逐渐改变（改良而非革命）却又正是“西体中用”论所主张。

“西体中用”：李泽厚关于传统和现代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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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西体中用”竟可通过“中体西用”而实现自己，如此吊诡，岂

非黑格尔所谓“历史之狡计”［３４］，和可悲可喜之时代迷藏么？

凡此种种传统特征即实用理性之重要精神，亦在“西体中用”

中展现出来。由此，又何惧乎“西体中用”将丧失传统？其实相反，

它适足以发展传统，使之光大并影响于世界也。［３５］

三、结语：李泽厚在历史背景中的位置

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李泽厚“西体中用”说的历史背景。在过去

受西方影响及自“鸦片战争”开始的１５０年里，中国存在着一种身份危

机。在其早期阶段即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这种身份危机在一场激

烈的以“中学”（儒学）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的讨论里显现了出来。

一派想要保持这种“中学”，另一派想要开放，而第三派则要完全抛弃。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中国再次出现了关于传统和文化身份

的新讨论。但是，这也是一场在另一层面上的、秘密的关于新传统、新

“中学”合法性的讨论；这种新“中学”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中国

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这两场辩论的结构几乎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中学”的内

容由马克思主义代替了儒学———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西学”的一个

特殊派别。这场新争论的启动因素跟１９世纪的那场相似：“文化大革

命”后对“西学”的重新接触。社会上再一次出现了三种群体：正统的、

激进的自由派，以及温和派。正统派跟“洋务运动”的支持者相似：他们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新“西学”即马克思主

义代替作了“中学”），只想要作为“西用”的“四个现代化”。他们跟中国

文化传统的关系可以用“工具化”来形容：他们的确诉诸文化遗产，但是

程度非常有限，主要目的在于维持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

激进自由派分子采取了跟“五四运动”的激进分子相似的立场，反

传统———不管是旧传统（儒学）还是新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一种新的

伪装之下要求“全盘西化”。

李泽厚与儒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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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派可跟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中的改良派，或者如蔡元培那样的

人物相比：他们想要开放新传统（马克思主义），寻求中国文化传统和新

“西学”之间的和谐共存。

李泽厚的立场属于最后一派，将他跟康有为放在一起做进一步比

较可能并不算太离谱。康有为在其时代引入西学思想以提倡改良，但

是将之伪装成儒学议题———康有为提出，孔子最初的改制思想都是“古

文”经在其死后伪造的（见其《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李泽厚

的方法跟“百日维新”的改良派们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因为他介绍了新

思想但是将其呈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李泽厚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框架，但他仍然在尝试开放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可以说，跟努力把孔

子说成是改革者的康有为相似，李泽厚也把卡尔·马克思说成了改革

者。话虽如此，李泽厚通过寻求“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结合”———通过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美学（文化身份的基础）和社会—政治思想，也

通过他对“体—用”的创造性解释———试图打通这两种传统。

李泽厚在其１９９９年发表的《人性和人类未来：马克思和孔子的结

合》一文中，用如下方式总结了他备受争议的“西体中用”说：“一种物质

文明，多种精神文化。”［３６］这句话一方面重申了他所有关于“中学”或

“西学”的考量必须以物质福利为基础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或许并非偶

然地）跟传统的理学“理一分殊”思想保持了一致。［３７］

（赵凌云译）

注释

［１］本文是在我已经发表的德文文章基础上，经过相当大的扩充和更新而成，也参

考了一些二手资料。德文见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Ｐｏｈｌ，“ＺｕＢｅｉｔｒｇｅｎＬｉＺｅｈｏｕｓｉｎｄｅｒＤｅｂａｔｔｅｕ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ｕ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ｔｉｎｄｅｎ８０ｅｒＪａｈｒｅｎｉｎ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Ｃｈｉｎａ”（ＯｎＬｉＺｅｈｏｕｓ

“西体中用”：李泽厚关于传统和现代性的思想



































































































































７０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１９８０ｓｄｅｂａｔｅ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ｎＲａｌｆＭｏｒｉｔｚ，ｅｄ．，犛犻狀狅犾狅犵犻狊犮犺犲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犲狀犻犿犛狆犻犲犵犲犾狀犲狌犲狉犉狅狉狊犮犺狌狀犵，Ｌｅｉｐ

ｚｉｇ１９９３，ｐｐ．４１—５６。

［２］李泽厚在其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广泛探讨了洋务运动以及百日维新的

多位主要人士。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３］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版。对这一运动的复杂性和影响的不同看法，可参考ＬｉｎＹüｓｈｅｎｇ（林毓生），犜犺犲

犆狉犻狊犻狊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犚犪犱犻犮犪犾犃狀狋犻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犿犻狀狋犺犲犕犪狔犉狅狌狉狋犺犈狉犪，

Ｍａｄｉｓｏｎ，Ｗ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

［４］ＬｉｕＧａｎｇｊｉ（刘纲纪），“ＶｅｒｂｒｅｉｔｕｎｇｕｎｄＥｉｎｆｌｕｓｓ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ｔｈｅｔｉｋ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Ｋ．Ｈ．Ｐｏｈｌ（ｅｄ．），

犜狉犻犲狉犲狉犅犲犻狋狉犵犲．犃狌狊犉狅狉狊犮犺狌狀犵狌狀犱犔犲犺狉犲犪狀犱犲狉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狋犜狉犻犲狉，Ｊｕｌｙ１９９６（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１０），ｐｐ．８—１３．

［５］梁漱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及其出版于１９２２年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影响力

很大。

［６］ＡｄｅｌｅＲｉｃｋｅｔｔ，犠犪狀犵 犓狌狅狑犲犻狊ＪｅｎｃｈｉｅｎＴｚｕｈｕａ—犃 犛狋狌犱狔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

犔犻狋犲狉犪狉狔犆狉犻狋犻犮犻狊犿，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９７７，ｐ．２３．

［７］参考注释４。

［８］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Ｐｏｈ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Ｋａｎｔ”，ｉｎ：ＭａｚｈａｒＨｕｓｓａｉｎ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ｅｄｓ．），犜犺犲犘狌狉狊狌犻狋狅犳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犃犲狊狋犺犲狋犻犮狊：犃狀犐狀狋犲狉犳犪犮犲犅犲狋狑犲犲狀

狋犺犲犈犪狊狋犪狀犱狋犺犲犠犲狊狋，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２００６，ｐｐ．１２７—１３６．关于李泽厚的美学观，参考Ｌｉ

ＺｅｈｏｕａｎｄＪａｎｅＣａｕｖｅｌ，犉狅狌狉犈狊狊犪狔狊狅狀犃犲狊狋犺犲狋犻犮狊．犜狅狑犪狉犱犪犌犾狅犫犪犾犞犻犲狑，Ｌａｎｈａｍ

２００６，ｐｐ．４７—７９。

［９］详细讨论可参考ＧａｏＪｉａｎｐｉｎｇ（高建平），“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Ｃｒａｚ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ｔｓ

Ｃａｕｓ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犪狀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犻狊犿，３—４／１９９７，ｐｐ．２７—３５。

［１０］ＴｉｍｏｔｈｙＣｈｅｅｋ（ｅ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ｌｉｔｙ：’ＬｉＺｅｈｏｕａｎｄｈ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ｏｆ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犈犪狊狋犪狀犱 犠犲狊狋４９．２（Ａｐｒｉｌ１９９９），

ｐｐ．１１３—８４．　

［１１］刘纲纪，第１９—３２页。李泽厚１９７９年于北京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

评》影响尤其大。也可参考ＪａｎｅＣａｕｖｅｌ，“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Ａｒｔ：ＬｉＺｅｈｏｕ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犈犪狊狋犪狀犱犠犲狊狋，Ｖｏｌ．４９，Ｎｏ．２（Ａｐｒｉｌ，１９９９），ｐｐ．１５０—

１７３；ＷｏｅｉＬｉｅｎＣｈｏ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ＭａｒｘｗｉｔｈＫａｎｔ：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

李泽厚与儒学哲学



































































































































７１　　　

ＬｉＺｅｈｏｕ，”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犈犪狊狋犪狀犱犠犲狊狋，Ｖｏｌ．４９，Ｎｏ．２（Ａｐｒｉｌ，１９９９），ｐｐ．１２０—１４９。

［１２］详细讨论见ＬｉｕＫａｎｇ（刘康），犃犲狊狋犺犲狋犻犮狊犪狀犱犕犪狉狓犻狊犿．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犲狊狋犺犲狋犻犮

犕犪狉狓犻狊狋狊犪狀犱犜犺犲犻狉犠犲狊狋犲狉狀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犻犲狊，Ｄｕｒｈａｍ２０００，ｐ．１６７。

［１３］李泽厚：《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几个问题》，载《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台北（无年

份），第４７２页。

［１４］ＬｉＺｅｈｏｕ，犜犺犲犘犪狋犺狅犳犅犲犪狌狋狔，犃犛狋狌犱狔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犲狊狋犺犲狋犻犮狊，ＧｏｎｇＬｉｚｅ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９４，ｐ．９．Ｃｆ．ａｌｓｏ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犇犲狉犠犲犵犱犲狊犛犮犺狀犲狀，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ＰｏｈｌａｎｄＧｕｄｒｕｎＷａｃｋｅｒ，ｅｄｓ．，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１９９２．这段话中文版出处见《美的历

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１１页。———译者注

［１５］ＬｉＺｅｈｏｕ，犜犺犲犘犪狋犺狅犳犅犲犪狌狋狔，ｐ．２０．“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说法由贝尔在影响

很大的著作《艺术》中提出，１９１４年出版。也可参考ＳｕｓａｎｎｅＫ．Ｌａｎｇｅｒ，犉犲犲犾犻狀犵犪狀犱

犉狅狉犿，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５３，ｐ．３３。

［１６］ＬｉＺｅｈｏｕ，犜犺犲犘犪狋犺狅犳犅犲犪狌狋狔，ｐ．２３５．中文版《美的历程》，第２０１—２０２页。

［１７］李泽厚于１９８９年出版了另一本中国美学概论《华夏美学》。该书由 Ｍ．Ｂ．萨梅

（ＭａｉｊａＢｅｌｌＳａｍｅｉ）译成英文出版（犜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犲狊狋犺犲狋犻犮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２０１０）。有

关李泽厚美学，也可参考ＪｏｈｎＺｉｊｉａｎｇＤｉｎｇ，“ＬｉＺｅｈｏｕ：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ｆｒｏｍａＰｏｓｔ

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ｎ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Ｃｈｕ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ａｎｄ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ｕｎｎｉｎｇ（ｅｄｓ．），

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Ｍａｌｄｅｎ２００２，ｐｐ．２４６—２５９；Ｂａｎ Ｗａｎｇ，犜犺犲

犛狌犫犾犻犿犲犉犻犵狌狉犲狅犳犎犻狊狋狅狉狔：犃犲狊狋犺犲狋犻犮狊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犻狀犜狑犲狀狋犻犲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犆犺犻狀犪，Ｓｔａｎ

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１８］传统指历史沿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

［１９］例如在冯桂芬（１８０９—１８７４）《校庐抗议》中。参考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Ｈｓü，犜犺犲犚犻狊犲

狅犳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９０，ｐ．２７６。

［２０］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载张立文等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２６—３４０页。

［２１］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３３页。

［２２］同上书，第３３７页。

［２３］“实践理性”是康德哲学术语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的中译。李泽厚有时将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译为“实践理性”，有时也用“实用理性”，甚至“实践（用）理性”。关于李泽厚在此

语境中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参考李泽厚：《孔子再评价》，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９页。也可参考他较后期的解释，见《关于“实用理性”》，载《二十一

世纪》１９９４年第２１期，第９８—１０３页。

“西体中用”：李泽厚关于传统和现代性的思想



































































































































７２　　　

［２４］李泽厚：《孔子再评价》，第２９页。

［２５］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第３３７页。

［２６］同上书，第３２０页及以下。

［２７］同上书，第３３８页。

［２８］同上书。

［２９］参考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１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第３３页。

［３０］李泽厚：《试探中国的智慧》，见《中国古代思想史》，第３７页及以下。

［３１］ＬｉｕＫａｎｇ，ｐ．１７７．

［３２］正统批评家对李泽厚的攻击，参考《当代思考》１９９０年第３期，其中收录了四篇

批判李泽厚的文章。

［３３］何新：《李泽厚与当代中国思潮》，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６日。

［３４］据我所知，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并没有谈过“历史之狡计”（ｃｕｎｎｉｎｇ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他谈的是“理性之狡计”（ｃｕｎｎｉｎｇ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ＬｉｓｔｄｅｒＶｅｒｎｕｎｆｔ］）。康德和马克思

似乎使用过“历史之狡计”（Ｌｉｓｔ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的说法。

［３５］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３１页。

［３６］ＬｉＺｅｈｏｕ，“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Ｆｕｔｕｒｅ：Ａ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ｎ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Ｐｏｈｌ，ｅｄ．，犆犺犻狀犲狊犲犜犺狅狌犵犺狋犻狀犪犌犾狅犫犪犾犆狅狀狋犲狓狋．犃犇犻犪犾狅犵狌犲

犅犲狋狑犲犲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犠犲狊狋犲狉狀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犻犮犪犾犃狆狆狉狅犪犮犺犲狊，Ｌｅｉｄｅｎ１９９９，ｐｐ．１２９—１４４．

［３７］ＷｉｎｇｔｓｉｔＣｈａｎ，犃犛狅狌狉犮犲犅狅狅犽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ｐ．４９９．

李泽厚与儒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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